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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与“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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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出发，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关

税等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公平竞争的

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

资约束，对中小“专精特新”企业的促进效果比对大企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和知识产权

保护更好的地区，产业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显著。本文丰富和拓展了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对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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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长期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

之一。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Butos和Koppl，1997；Wapshott，2011）到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

业政策思辨①（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的边界和作用在学界和

业界尚没有定论。一方面，有众多产业政策研究者认为，产业政策在保护本土产业中发挥的作

用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挑选输家赢家”的产业政策违背了公平竞争的

基本宗旨，其寻租成本抵消了政策的效益。

近年来，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给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

我国的产业政策往往聚焦于优势行业发展大规模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

展。在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产业政策需要作出深刻变革和调

整，以适应这种复杂的变化。再者，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面临严重威胁，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是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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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08/14/content_18308059.htm；https://finance.ifeng.com/a/20140707/1266349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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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黎，2021）。高质量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自主离不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

度发展（李平等，2022）。因此，梳理、总结和优化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从

实证的角度检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专精特新”企业名录①，按照Aghion等（2015）的计量模

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方式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以公平

竞争政策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如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中实施的产业政策或者在某一行业内更

公平地实施产业政策，能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本文检验了财政补贴、税收机

制、信贷支持和关税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有显著

积极的影响，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不明显，信贷支持未能普遍惠及“专精特新”企业。第三，基于

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发展；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良好、法治

环境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省份，其促进效果更显著。第四，基于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

同样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此外，稳健性检验排除了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由少数几

个地区或者行业导致的估计偏误。

本文关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政策效应的研究有如下贡献和启示。从理论角度看，首

先，在Aghion等（2015）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印证了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同样适用于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其次，在“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中，企业之间竞争本身的效果与

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同样显著，这印证了市场与产业政策在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上同等

重要。再者，在某些产业政策（如信贷支持和税收）的政策设计上需要更加谨慎，才能促进“专精

特新”企业的发展。从实践角度看，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通过挑选赢家（或者输家）重点

扶持几个优势产业，或者资源向几个龙头企业倾斜，既不利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也

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补链强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相

关产业政策应该向竞争相对激烈、有众多中小企业的行业倾斜。产业政策在设计上要结合该产

业的竞争状况，在实施中也要“雨露均沾”和“精确滴灌”相结合，兼顾公平和效率。在行业内更

加均衡实施产业政策的同时，也需要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融资困难依然是中小企业发展

的主要瓶颈，中小企业缺乏可用抵押贷款的固定资产，融资较为困难，各级政府需要为“专精特

新”企业量身定制多形式的产业政策，以解决其融资难题。最后，作为产业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法治建设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关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长期的思辨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证检验。支持者认

为，产业政策能保护目前弱势但技术外延性强、生产成本随着投入的增加逐渐递减（learning-
by-doing）的产业（Greenwald和Stiglitz，2006）；Lin（2011）指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向该国有

潜在优势的产业集中；实证研究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诸多发现也支持了产业政策

对企业发展有积极作用这一观点。例如，Rodrik（2004）指出，工业的快速发展往往受到政府补

贴和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以激励当地投资和创业。研究表明在不同发展阶段，东亚新兴国家和

地区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赶超发达经济体。即使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美国，其经济快速发

展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世纪对本土工业的关税保护（Chang和Amsden，1994），以及对比如计

算机、健康和农业等产业实施的政策（Graham等，2010；Mazzucato，2011）。有学者认为，不完善

的产业政策“比政府不作为的反面失败要好得多”（Reinert，2009:102）。

①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源：1.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news/0000001637；2.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
1257/mac.20120103；“专精特新”企业名录由国家工信部公布，企查查整理 https://www.qcc.com/web/elib/teclist?tec=SSE；本研究样本跨度为
1998−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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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则认为，由于施政者的主观偏误，“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发展上没有显

著效果。 Beason和Weinstein（1996）研究了日本产业政策与部门总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

系，但未能发现证据表明优惠政策针对的部门有增加规模收益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Krueger和Tuncer（1982）分析了土耳其产业政策的影响，发现未受关税措施保护的企业或行业

的增长率高于受保护行业。Baldwin （1992） 发现，巴西政府对运输机行业产业补贴，给社会福

利带来了净损失。 而Blonigen （2016）的研究显示，在1975—2000年的22个钢铁生产国中，钢铁

行业的产业政策保护对下游产业的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美国政府一系列大规模产业政策

的出台，以保护主义形式的产业政策再次成为东西方经济政策的前沿，这也重新引发了学界对

产业政策的关注。如Rodrik（2010）指出，“产业政策的真正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实施，而是如何实

施”。产业政策的研究重点从聚焦检验政策的效果，逐渐向衡量产业政策对生产力和跨部门溢

出效应的影响转变（Manelici和Pantea，2021）。此外，除了研究传统的贸易政策，如出口补贴

（Das等，2007）、研发补贴（Hall和Van Reenen，2000），学者还针对弱势地理区域的地方产业政

策（Criscuolo等，2019）和环境补贴展开研究。同时，学界开始关注产业政策如何促进中小创业

型企业（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体）的创新和发展 （Mazzucato，2011）。在管理、战略和创业创新

文献中，一种新兴产业组织形态——创业（商业）生态系统，成为近年来理论与实践领域最热门

的研究话题之一（韩炜和邓渝，2020）。
20世纪70年代末，硅谷式的风险资本创新体系在全球ICT和生物技术创新方面发挥领导

作用（Bonvillian，2017）。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地制造业初创企业则注重深耕特定领

域，形成“专精特新”型企业（Simon，2009）。以产业集群、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加速器和孵化器的

创新系统等形式为代表的创业生态系统（Arıkan和Schilling，2011；Cohen等，2019）以不同的形

式支持初创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创新和发展。目前理论研究集中在以生态系统为代表的产业政

策如何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而较少关注产业政策的具体设计和实施如何影响中小企业的创

新，尤其是以新兴国家为背景的研究。 通过分析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德国中小企业近几十

年的发展，Audretsch和Lehmann（2016）认为，德国联邦制度促进了地方产业政策。此外，

Narayanan和Fahey（2005）关注新兴经济体市场竞争政策，Lazzarini（2015）则强调地方政府执

政能力对政策效果影响。通过研究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果，本文的结论对现有

文献提供了如下补充：首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产业政策在设计上是否需要结合“专精特

新”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状况；其次，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产业政策在实施中是否需要

结合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企业的特点；最后，作为产业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地方政府的施政能

力是否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效果。本文的研究路线图如图1所示。

中国作为积极推行产业政的国家，我国的产业政策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方

方面面。产业政策一般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关税调节以及简化和放松行政审批

等机制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资本成本、降低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风险容忍度和容错率，

从而激发的创新活动和生产效率。

在学界，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的产业政策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从中

央“五年规划”政策、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设立，余明桂等（2016）、陈钊和熊瑞祥（2015）分
别得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对产业或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例如，政府会放松对优

势行业的银行信贷审批或通过低息贷款给予信贷支持，将大量资源引向该行业， 进而缓解了

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陈冬华等，2010）；税收激励的实施通过直接减免、对研发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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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等财务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提高

了企业的内部融资能力（Duchin等，2010）；政府补贴能够直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创新

活动的边际成本（周亚虹等，2015）；从境外进入加工区内的货物，包括零配件与原材料等，受关

税政策支持的产业进口关税可按规定予以免税或保税①。最新的研究还实证检验了针对民营

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政策，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策扶持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促进

作用，但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张璠等，2022；杨莎莎等，2021）。基
于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交易成本

F1

产业政策

创新：R&D，
专利，全要素

生产率

提高资本流动性

F2

F3

管理竞争法规
政府施政能力

图 1    研究路线图 ②
 

具体而言，该类型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是基于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地区，例如集

中于竞争相对不激烈，有寡头垄断市场的行业；或者在某个行业中，产业政策倾向于行业内少

数几个龙头企业或地区。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指标之一，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作为过

程创新的衡量。同时，我们也使用研发费用和专利数量作为创新的投入和产出的衡量。另一方

面，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观点受到了巨

大挑战，反对者的主要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往往受限于施政者认知局

限和激励机制的失效，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则，因此实施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对企

业的长期发展有负面的影响。首先，寻租理论（Brollo等， 2013）认为，一个地区或部门的资源配

置程度和寻租腐败行为呈正向相关。尽管产业政策给赢家企业带来更多的财税优惠、财政补贴

和信贷支持，而这些资源往往也伴随更多的寻租活动（Chen等， 2011）；施政者在制定和实施产

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寻租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政治关联或国企背景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往往因为高额的寻租成本，无法受惠于产业政策或者挤占本应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杨其静，

2011；杨国超等，2017）。其次，产业政策有可能导致其他问题如产能过剩引发的企业盲目扩张、

过度投资、破坏产业组织（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产业政策也有可能引发企业以策略性创新

取代实质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郭玥，2018），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以较低的创新水

平获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丧失了高质量颠覆性创新的动力。基于此，本文认为：

H2：基于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

①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的批复。
②Narayanan 和 Fahey （2005）提出基于Porter’s Five Forces Framework（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新兴经济体缺失的三大假设：交易成本（F1）、

资本流动性（F2）和管理竞争法规（F3）。基于产业政策视角，本研究拓展了F3的设计和实施如何促进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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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竞争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集中于竞争相对激烈，有众多中小型企业的行业；或者在

某个行业中，产业政策没有明显倾向，政策分散实施于该行业的所有企业。本文将通过异质性

分析检验产业政策的机制。具体来说，产业政策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及在不同

区域实施时，对其生产效率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同。在公司层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公

司规模（以总资产衡量）和年龄（以公司成立年数衡量）。

首先，大型企业需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以保持其市场竞争力。规模大的企业有更加完善

和规范的制度和研发人员，产业政策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更大，政府也愿意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有研究调查显示，作为当前市场经济最活跃群体，中小企业在高技术企业中占比达

到70%以上，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整体研发投入近50%，是完整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促进创新的重要力量。面临更为严重“金融歧视”的中小（民营）企业 ，产业内更平均分配的信

贷、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以及关税优惠等产业政策更能缓解中小企业创新面临的资源约束，鼓

励创新活动（余明桂等，2016；Foreman−Peck，2013）。
其次，从公司的成立年限来看，年轻的初创企业需要创新才能获得独特性和竞争力，他们

有更强的动力和年轻的员工并具有较大的创新潜力，因此产业政策对年轻企业的创新可能有

更高的推动作用。而相对成熟公司在创新投资上可能偏保守（Dougherty和Hardy，1996；
Leifer等， 2001），因此产业政策对其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和年轻企业相比可能呈现不同规律。

Humphrey和Schmitz （1996） 发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相比专门针对几家

大企业的产业政策效果对中小企业往往更加显著。Criscuolo等（2019）发现区域研发补贴能够

推动小企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繁荣，但是大型企业却没有类似的效果——作

者认为研发补贴能够舒缓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而资金充沛的大企业则普遍没有类似的情

况。 基于此，本文有如下预测：

H3：基于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对中小型、年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对大型、成熟企业有

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在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效

率要受到市场化水平的约束（方军雄，2006，2007）。市场化水平高通常意味着产业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的负面效应较小（钱颖一，1999），行政性垄断造成的扭曲资源配置有效降低，有助于提

高产业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审批、贷款、税收等产业政策

将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到最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或部门。市场化水平高也往往和要素市场和产品

市场的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要素市场的发展意味着知识资本和货币资本能够在行业间无摩擦

流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无差别迭代创新。高度发展的产品市场能够消除新产品和消费者、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形成及时反馈的机制，促进企业针对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创

新活动（陈仲常和余翔，2007）。此外，制度环境改善能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樊纲等，2011）从而提高其创新绩效。产权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将有效的激励

新创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李平等，2007）。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基于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

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数　据

本文有两个主要数据来源：（1）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2）由企查查整理，基于国家工信

①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范围是中国大陆地区销售额500万元以上（2011 年起为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即包括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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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专精特新”的企业名录。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9位“法人代码”和“专精特新”数据库

中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合并两个数据库，形成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8—2007年。目前，包括国家、省市级别的“专精特新”企业一共4万家左右。而我们样本因受

制于观测时间段较短较早，有5 500家公司最终被认定为“专精特新”企业。但这并不影响数据样

本的代表性和结论的有效性。首先，于2019年左右开始认定并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的政策并不

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本文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和措施，鼓励“专精特新”企
业的形成和发展；数据显示①，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平均成立年限为16年，超过半数的企业

的成立年限在10~20年，于2019年开始陆续评定的“专精特新”企业，在本文的样本中正好处于

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的结论对于揭示何种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方式有助于“专精

特新”企业的发展，并且优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数据样本保持与

之前学者如Aghion等（2015）的一致性，能帮助我们通过对比本研究与整体企业的异同，对“专
精特新”企业的产业政策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何种产业政策能够更好地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在竞争中的创新发展，

因此本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指标之一，

TFP通常被认为能够衡量过程创新。为了衡量竞争（competition），本文将计算城市（县级市）和

行业层面的Lerner指数。Lerner指数通过计算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加成率

（markups），进而计算其相对于公司的总增加值的重要性。本文首先汇总某城市某行业某年的

营业利润、资本成本和销售额；Lerner指数的定义为营业利润和资本成本差额与销售额的比

率。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不应该有过剩利润高于资本成本，Lerner指数应为零。因此竞争程度

越高，Lerner指数越低，二者负向相关。本文将竞争重新定义为 1−Lerner，在完全竞争下，

1−Lerner指数应该等于 1 ，而低于 1 则表明一定程度的垄断，该值越接近0则表明该行业在该

年度、该城市中越接近于完全垄断。鉴于产业政策的实施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地区的竞争情

况，比如针对医疗、新能源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迅速提升该行业企业的年度财务表现，为规

避此类内生性问题，本文在之后的计算中都采用年初的竞争情况。产业政策的衡量将在下文中

详细阐述。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也涵盖了一系列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如资产合计、主营业务收入、雇员

人数、公司年龄、股本结构、研究和开发支出等财务数据。本研究的关税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

World Integrated Trading Solution （WITS）数据库。专利数据来源是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曾

用名：SIPO）。中国市场化指数来源是由王小鲁、胡李鹏和樊纲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报告》。

四、  研究方法和模型

PolicyDisp
PolicyTarget

本研究主要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构建与竞争测度相关的Herfindal指数

和Lerner指数，验证产业政策在一个行业中的分散（集中）程度（ ），或者产业政策向

竞争程度更高（ ）的行业集中，是否能够有效提高“专精特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基

本回归公式如下：

TFPisct = ¯1X ist + ¯2I st + !m PolicyDispm isct + Ãm PolicyTargetm ct + li + dt + "ist （1）

X ist I st

PolicyDispm ict

其中， 表示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公司雇员人数、年龄、国有占比）， 表示行业层面的控

制变量（如关税和行业竞争水平）， 表示产业政策在某一产业中的分散程度，

①数据来源：https://www.sohu.com/a/501331465_12112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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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Targetm ct ¯1 ¯2 !m

Ãm li
dt

表示产业政策与行业初始竞争状态的相关性。回归后得到相关系数 、 、 、

，并根据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正负和数值判断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  是公司

固定效应， 是时间固定效应。另外，s代表行业，t代表年，i代表公司，c代表城市，m代表产业

政策。

PolicyDispm isct的具体定义如下，以财政补贴（subsidy）为例：

PolicyDispsubsidyisct = 1¡ Herf subsidyisct = 1¡
X

h2s;h 62i

µ
Subsidyisct

Sum subsidysct

¶2

（2）

Herf m

PolicyDispm = 1¡ Herf m

Herf subsidy
P

h2s;h 62i

µ
Subsidyisct

Sum subsidysct

¶2

PolicyDispm

PolicyDispm

PolicyDispm

PolicyDispm

PolicyDispm

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衡量产业政策分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方面，赫尔芬达尔指数

（Herfindahl index）可以用来衡量某一个产业内的竞争，产业政策越分散，竞争就越强。

Herfindahl（ ）指数广泛用于衡量产业集中度：市场集中度越高，指数越高，表明市场接近

垄断；指数越低，则分散程度越高。同理，我们也可以用Herfindahl指数衡量一个行业内产业政

策的集中程度。相应的，产业政策的分散程度可以用 表示；以财政补

贴为例，Herfindahl指数 的定义为 。因此，Herfindahl指数越

高， 就越小，表示产业政策的分散程度就越低，产业政策集中于行业内一个或几

个企业；Herfindahl指数越低， 就越大，产业政策的分散程度就越高，平均实施于行

业内的多个企业。按照同样的方法定义了财政补贴、税务优惠和低息优惠产业政策后，将参数

带入回归模型（1）， 的回归系数验证产业政策在行业内的分散程度是否推进

TFP增长。当  系数为负，则表示集中的产业政策能提高企业的TFP，支持H1；相反，

当  系数为正，则表示分散的产业政策能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TFP，支持H2。
PolicyTargetm ct再者， 的具体定义如下，以财政补贴政策为例：

PolicyTargetct subsidy = Corr (SUB SIDYcst;COM PE TITION cs0) （3）

PolicyTargetm ct

COM PE TITION cs0

PolicyTargetm ct

PolicyTargetm ct

PolicyTargetm ct

PolicyTargetm ct

通过计算 t年末产业政策m与行业s−城市c层面的竞争初始（ t 0）程度

（ ）的相关性，衡量该产业政策是否在本年度偏向于该市更具竞争力的行

业。如上文（第三部分）所述，本文用1−Lerner指数衡量该行业所在城市的初始竞争状态。

越大，则表示该产业政策越向竞争激烈的产业倾斜；反之，则向竞争程度低的产业倾斜。

与TFP进行回归，其回归系的正负及强度将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实施精确

产业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是否能够提高其TFP。若 回归系数为负，表示向竞争

相对不激烈行业倾斜的产业政策能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TFP，支持H1；若 回

归系数为正，表示向竞争相对激烈行业倾斜的产业政策能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TFP，

支持H2。

五、  实证结果和讨论

表1呈现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补贴、税收优惠、贷款利率优惠、关税优惠等产业政策方

面的综合情况。首先， “专精特新”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百分比在样本中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参见表1和图2），从1998年的13.14%上升至2006年的22.68%。如图1中，与Aghion等（2015）的
全样本相比，“专精特新”企业平均获得补贴的比例更高。

企业免税期的定义如下：如果一个企业的税率低于公司法定所得税或者增值税的税率，则

该企业将享有免税期，即该企业享受产业政策中的税收优惠。从表1中的数据来看，几乎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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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可以享受免税期，2007年达到最高值52.78%。在图3中，“专精特新”企业免税公

司的比例与所有普通公司的比例几乎相同，但从2003年开始比例略大于全样本。

本文用企业支付利息与流动负债的比

率来衡量公司的融资成本。如果公司的利

息债务比低于全样本中位数，则定义为该

公司享受低利率优惠政府贷。从表1可以看

出，获得低利率优惠贷款比例总体上升，

2007年达到70.18%。1998年，专精特新企

业支付的利息与流动负债的平均比率为

5 .08%，该比率逐年下降，2004年达到

2.61%的最低点。上述情况表明，越来越多

的专精特新企业获得政府的信贷支持，支持力度也在增加。从图4可以看出，在TASME中，获得

贷款优惠的公司比例仅略高于所有公司的平均水平，说明 “专精特新”企业并没有在利率方面

获得特殊的扶持。最后，表1显示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平均进口关税率从1998年的17.32%降至

2007年的9.15%。

表2显示了各个参数间的相关系数。例如，政府补贴与税收之间的相关性为正，相关系数为

0.0468；政府补贴与信贷支持之间的相关性为负，相关系数为−0.0429。本文采用Olley−Pakes回
归方法（Olley和Pakes ，1992）估计TFP（TFP_OP_all）。从表2可见，补贴与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

表 1    数据统计

“专精特新”企业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获得补贴的公司百分比 0.1314 0.1381 0.1496 0.1572 0.1925
有免税期的公司百分比 0.4396 0.4322 0.4552 0.4588 0.4326
利率优惠的公司百分比 0.6496 0.6266 0.6710 0.6455 0.6629

利息支付与流动负债的比率 0.0508 0.0415 0.0380 0.0366 0.0319
进口平均关税 17.3176 16.9937 17.0147 11.7938 11.5384

“专精特新”企业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获得补贴的公司百分比 0.2058 0.2262 0.2252 0.2268 0.2150
有免税期的公司百分比 0.4793 0.4585 0.4919 0.5082 0.5278
利率优惠的公司百分比 0.6904 0.6721 0.6820 0.6948 0.7018

利息支付与流动负债的比率 0.0288 0.0261 0.0313 0.0298 0.0310
进口平均关税 10.5606 9.7515 9.1524 8.9456 9.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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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获得补贴的公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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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利息支付与流动负债的比率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TASME All companies

 
图 3    有免税期的公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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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因此政府补贴政策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同样，税收优惠与

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0.1346，享受税收优惠的“专精特新”企业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

率。而低息贷款政策与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0.0027，因此贷款优惠政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没有

显著影响。进口关税率与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0.1669，表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税率越低，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采用OLS回归方法对TFP进行估计（TFP_olsFE_all），其结果与OP法一

致。补贴、税收优惠与生产率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补贴和税收优惠者政策对生产率有促进

作用；关税与全要素生产率、新产品份额呈负相关，低关税能够更好地促进“专精特新”的创新。
 

表 2    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性

Index_subsidy Index_tax Index_interest Tariff TFP_olsFE_all TFP_OP_all

New
product
share in

sales
Index_subsidy 1

Index_tax 0.0468 1
Index_interest −0.0429 0.0337 1

Tariff −0.0769 −0.0575 −0.0175 1
TFP_olsFE_all 0.0840 0.1485 −0.0041 −0.1865 1

TFP_OP_all 0.0568 0.1346 0.0027 −0.1669 0.8599 1
New product
share in sales 0.1350 0.0032 −0.0499 −0.0631 0.1166 0.0423 1

　　注：Index_subsidy，Index_tax，Index_interest为0−1虚拟变量。当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税率低于公司法
定所得税或者增值税的税率，利息率低于样本利息率中位数时，虚拟变量取值为1。
 
 

PolicyTargetm ;PTm

PolicyDispm ;PDm

表3呈现了产业政策与TFP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关注的是产业政策是否向竞争程度更高

的行业倾斜（ ），以及在某个行业中产业政策是否应该 “雨露均沾 ”
（ ），从而提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回归模型为

公式（1），除了四个产业政策以及其实施方式，在回归中我们还包括了其他控制变量如国有股

份额、雇佣人数、公司年龄等，同时也控制了公司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表3前四列（1）—（4）的因

变量是由OLS方式得到的TFP。（1）—（3）列显示不同产业政策和竞争对“专精特新”企业的

TFP的影响，列（4）包含了所有产业政策和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PDm

PDsubsidy

PTm

PTsubsidy

当 的估计系数为正时，意味着行业内更加平均分配到每个公司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

企业的创新。在第（1）列，我们看到 的估计系数为0.038，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完全

平均的分配财政补贴将使“专精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8%。在第（4）列，估计系数也

在接近10%的显著水平上。这一结果和Aghion等 （2015） 结果一致，两者系数的大小也很接近

（3.80%—3.88%）。  的估计系数衡量产业政策向更有竞争力的行业倾斜能否提高企业的

TFP， 表3第二行的 的估计系数同样在4.1%（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向“专精特

新”企业所在行业倾斜的财政补贴政策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73%。这一发现显著区别于

Aghion等 （2015），在他们的回归结果中，虽然系数符号为正，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在

所有企业的样本中，以财政补贴政策精准帮扶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不能帮助企业提高其TFP。但
是，对“专精特新”企业所在行业而言，财政补贴政策向竞争激烈的行业倾斜，同时在行业内部

平均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对于推进企业创新提高效率同样重要。因此，鼓励公平竞争的财政补

贴政策能显著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生产率，支持假设2（H2）。
PDtax

PTtax

和财政补贴政策类似， 的回归系数在1%（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更分散的税务

优惠产业政策将提高企业的TFP。但是 和Aghion等（2015）的结论不同——在“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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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有倾向地在竞争激励的行业中实施税收产业政策对TFP的提升并没有显著效果；即第

四行的估计系数均没有统计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从行业内部来说，平均分配税收优惠政策似

乎在提高TFP上比财政补贴政策效果更显著。以（4）列为例，我们可以从二者的系数大小得出

该结论（3.1% vs 8.0%）。因此，鼓励公平竞争的税收优惠政策也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生产

率，同样支持假设2（H2）。
PDinterest

PTinterest

第三类产业政策是信贷支持，从表3第5行可以看出， 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回归模型

上显著为正，表示更加平均分配的低息贷款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专精特新”企业的TFP。系数

的范围是5.5%~8.75%，意味着完全平均的低息贷款优惠政策能够给“专精特新”企业的生产效

率带来6.3%~8.9%的提高。 的系数相对不稳健，在列（3）、列（7）中10%的水平上正向显

表 3    产业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_OLSFE TFP_OP
（1） （2） （3） （4） （5） （6） （7） （8）

PDsubsidy
0.038** 0.031 0.043** 0.037*

（2.07） （1.65） （2.27） （1.90）

PTsubsidy
0.041** 0.043** 0.041** 0.044**

（2.28） （2.21） （2.34） （2.33）

PDtax
0.100*** 0.080* 0.113*** 0.075*

（3.14） （1.89） （3.50） （1.75）

PTtax 0.020 0.007 0.017 0.006
（1.46） （0.51） （1.20） （0.40）

PDinterest
0.063*** 0.055** 0.089*** 0.085***

（2.90） （2.48） （4.29） （3.25）

PTinterest
0.025* 0.012 0.028* 0.022
（1.71） （0.68） （1.93） （1.15）

PTtariff −0.048 −0.016 −0.016 −0.060* −0.042 0.002 −0.007 −0.049
（−1.26） （−0.48） （−0.47） （−1.74） （−1.04） （0.05） （−0.19） （−1.22）

Lerner
2.356*** 2.435*** 2.997*** 1.623** 1.812** 2.039** 2.565*** 1.157
（2.75） （3.41） （3.46） （2.19） （2.08） （2.57） （2.77） （1.60）

Lernersquare
−1.573*** −1.561*** −1.909*** −1.117** −1.192** −1.285*** −1.603*** −0.782*

（−3.22） （−3.82） （−3.95） （−2.63） （−2.41） （−2.84） （−3.12） （−1.84）

Exportshare _sector
0.403* 0.404** 0.453** 0.356 0.720** 0.703** 0.748*** 0.697**

（1.76） （2.02） （2.19） （1.60） （2.35） （2.62） （2.76） （2.28）

Stateshare −0.015 −0.009 −0.013 −0.016 −0.010 −0.006 −0.009 −0.011
（−1.02） （−0.78） （−1.02） （−1.03） （−0.63） （−0.43） （−0.64） （−0.67）

Index_subsidy
0.009* 0.010* 0.008 0.012** 0.006 0.008 0.006 0.009
（1.71） （1.94） （1.59） （2.02） （1.13） （1.66） （1.18） （1.56）

Index_tax
0.031*** 0.029*** 0.031*** 0.027*** 0.034*** 0.031*** 0.033*** 0.029***

（4.71） （5.78） （7.24） （4.02） （5.27） （6.52） （8.05） （4.54）

Index_interest −0.004 0.002 −0.001 −0.001 −0.001 0.003 0.000 0.001
（−0.73） （0.38） （−0.32） （−0.11） （−0.31） （0.74） （0.04） （0.30）

lnTariff
−0.028*** −0.025*** −0.026*** −0.025** −0.013 −0.012 −0.012 −0.012
（−2.82） （−2.81） （−2.83） （−2.33） （−1.23） （−1.06） （−1.06） （−1.03）

Employee 0.032*** 0.037*** 0.036*** 0.030*** 0.022** 0.026** 0.025*** 0.019*

（3.35） （3.59） （4.15） （2.88） （2.32） （2.63） （3.08） （1.87）
Ag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96） （−0.70） （−0.83） （−0.96） （−0.30） （−0.02） （−0.12） （−0.30）
Observations 18 509 20 993 22 041 17 286 18 509 20 993 22 041 17 286

R-squared 0.321 0.337 0.325 0.325 0.275 0.294 0.284 0.280
　　注：***，**和*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t值。标准误做了Robust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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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表明企业TFP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施行高利息的产业政策中得到提升，但是列（4）、列（8）中
该系数并不显著。因此，鼓励公平竞争的信贷政策也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生产率，支持假

设2（H2）。
PTtarif f

PTtarrif = 1

最后看关税政策 ，从表3第7行可以看到，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实施更高的关税政策

和TFP是负向相关，但是只有在列（4）为10%水平上统计显著 ：6.0%的系数表明，如果更高的关

税和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完全相关（ ），则“专精特新”企业的TFP将会下降6.0%。

表3中（5）—（8）列报告了使用OP法估计的TFP作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和（1）−（4）列回归

结果在符号上完全一致，显著性上也几乎没有区别。表3中也控制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量：比如

行业层面的竞争指数Lerner和Lernersquare，二者的显著结果和Aghion等 （2015）的结果基本一

致：首先衡量竞争的系数（1−Lerner）显著为正，显著程度从1%到5%；其次，本文加入了竞争衡

量的平方项以衡量其与TFP的非线性关系，其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

的TFP和竞争的非线性关系：在低竞争水平上正相关，在高水平上负相关。这一“倒U型”关系和

Aghion等 （2015）的结果高度一致。同时，作为衡量产业竞争程度的另一指标：行业的出口比率

（Exportshare _sector）在1%到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了竞争也是TFP提高的重要机制。

结合之前的结果，市场竞争机制和产业政策的倾斜都能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的提高起

到重要作用。表3同时也包含了四项产业政策本身的虚拟变量以及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基本

回归结果和前述研究结果均保持一致。

总体而言，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这三项产业政策在“专精特新”企业所在行业内的分

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向更竞争激励的行业精确推行补贴和低息政策也有利于“专精

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同Aghion等人（2015）的全样本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他

们发现对于所有公司而言，补贴、税收优惠和贷款优惠的分散实施也可以提高公司的全要素生

产率，但将补贴分配给更具竞争力的部门并不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接下来从公司规模（以总资产衡量）和年龄（以公司成立年数衡量）角度出发，检验产业政

策分配的异质性。在表4中，我们在以下子样本中重复表3—列（4）和列（8）的回归模型：按照年

度公司年龄和资产总计将全样本划分为年轻（young）vs成熟（mature）公司子样本，大型（big）和
小型（small）公司子样本。在当年度资产总计（年龄）中位数以上的公司，是为相对大型（成熟）

公司；反之则为相对小型（年轻）公司。

PDsubsidy

PDtax PDinterest

PTsubsidy

PDtax

PDinterest

PTsubsidy PTtax

表4列（1）—（4）的报告结果显示，在行业内更平均分配的产业政策对中小型企业的TFP有
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列（1）的财政补贴为例 ，其系数5.5%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而列（2）的系数不显著且系数接近0，表明平均分配的财政补贴政策对小企业的TFP有显

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大企业作用并不明显。同样，税务 和低息优惠 在中小企业的

效果更为显著。从行业间分配来看，向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倾斜的财政补贴政策 对中小

企业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向竞争激励的行业倾斜的税收政策 则能提高大型企业的

创新。列（5）—（8）报告基准回归在年轻和成熟公司子样本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对年轻公

司的创新活动有显著推动作用的是在行业内平均推行的低息政策 （列（5）为5.6% ，列
（7）为7.6%），以及将财政补贴 （ 列（5）为6.6%，列（7）为6.9%）和优惠低息政策 （列

（5）为7.9% ，列（7）为8.6%）向竞争激烈的产业倾斜。该结果表明，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产业政

策在整体上促进了“专精特新”企业的TFP，但是将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分配在更有创新潜力

的企业上将能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TFP，这点在财政补贴和贷款利率优惠上比较明

显。实证结果和假设H3基本一致，为该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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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tax

PDinterest

PDinterest

根据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以各省份年度“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

（ind1）”和“中介组织和法律得分（ind2）”为基础①，我们将公司划分为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上和以

下的子样本。在各个子样本中分别重复了表3第（4）列和第（8）列的基准回归模型并将结果在

表5报告。可以看到对于行业内平均实施的产业政策，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高的省份（列（1）
（3）），其回归系数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低的省份（列（2）（4））要大，并且在税务 和低

息优惠 的产业政策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列（1）为例，为12.1%和

6.6%）。同时，在市场法律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高的省份，我们可以观察到相似的规律，尤其是

在低息贷款 的产业政策上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向竞争激烈行业集中实施产业税

表 4    产业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公司类型子样本回归

TFP_OLSFE TFP_OP TFP_OLSFE TFP_OP
Small Big Small Big Young Mature Young Mature
（1） （2） （3） （4） （5） （6） （7） （8）

PDsubsidy 0.055* 0.003 0.059* 0.007 0.022 0.026* 0.029 0.036**

（1.76） （0.16） （1.81） （0.36） （0.73） （1.79） （0.94） （2.31）
PDtax 0.130* 0.081* 0.099 0.092** 0.002 0.057* −0.015 0.066*

（1.94） （1.93） （1.58） （2.12） （0.04） （1.69） （−0.29） （1.72）
PDinterest 0.073** 0.048* 0.106** 0.066** 0.056** −0.006 0.076*** 0.038

（2.12） （1.91） （2.62） （2.50） （2.11） （−0.22） （3.23） （1.31）
PTsubsidy 0.063* 0.035* 0.069* 0.033 0.066** −0.004 0.069** −0.011

（1.85） （1.69） （2.00） （1.61） （2.16） （−0.23） （2.27） （−0.71）
PTtax −0.012 0.048** −0.020 0.049** −0.012 0.036* −0.011 0.031

（−0.37） （2.44） （−0.68） （2.33） （−0.35） （1.94） （−0.34） （1.53）
PTinterest 0.043 −0.004 0.061* 0.006 0.079** −0.030 0.086** −0.022

（1.40） （−0.15） （1.87） （0.22） （2.44） （−1.60） （2.63） （−1.13）
N 8 932 8 354 8 932 8 354 8 241 9 045 8 241 9 045

R-squared 0.196 0.401 0.164 0.349 0.242 0.354 0.213 0.299
　　注：***、**和*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t值。标准误做了Robust处理。

表 5    产业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程度子样本回归

TFP_OLSFE TFP_OP TFP_OLSFE TFP_OP
Ind1_high Ind1_low Ind1_high Ind1_low Ind2_high Ind2_low Ind2_high Ind2_low

（1） （2） （3） （4） （5） （6） （7） （8）
PDsubsidy 0.038 0.020 0.045* 0.026 0.033 0.025 0.041 0.028

（1.54） （1.06） （1.68） （1.39） （1.27） （1.39） （1.43） （1.63）
PDtax 0.121** 0.025 0.097* 0.036 0.108 0.025 0.076 0.033

（2.16） （0.50） （1.86） （0.72） （1.66） （0.62） （1.21） （0.76）
PDinterest 0.066*** 0.051 0.093*** 0.068* 0.086** 0.038 0.123*** 0.058*

（3.08） （1.46） （3.51） （1.81） （2.49） （1.30） （3.08） （1.86）
PTsubsidy −0.009 0.082** −0.015 0.083** −0.005 0.072** −0.014 0.072**

（−0.50） （2.56） （−0.80） （2.63） （−0.28） （2.42） （−0.66） （2.49）
PTtax 0.005 0.021 0.006 0.014 0.050** −0.004 0.051** −0.010

（0.17） （0.72） （0.24） （0.49） （2.26） （−0.15） （2.08） （−0.41）
PTinterest 0.046 −0.013 0.046 −0.002 0.044 0.007 0.046 0.018

（1.62） （−0.47） （1.63） （−0.07） （1.46） （0.26） （1.57） （0.68）
N 9 296 7 990 9 296 7 990 8 881 8 405 8 881 8 405

R-squared 0.391 0.237 0.327 0.211 0.391 0.271 0.325 0.243
　　注：***、**和*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t值。标准误做了Robust处理。

①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包括：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三个分项指数；中介组织和法律得分包
括：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分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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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ax收扶持政策 在法制发展程度高的省份效果比较显著。因此，H4假设得到实证检验的有效

支持。

六、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便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首先，采用企业的研发支

出作为因变量代替TFP；其次，我们检查了产业政策的效果在剔除“专精特新”企业占比最多的

省份后是否依旧有效；再者，我们检验在剔除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较大的省份后，实证结果是

否依旧有效。

本文按照聂辉华等（2008）用企业研发

支出和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研发投入，

以此为因变量重新估计表3列（1）—（4）的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有研究指

出（龙小宁和林志帆，2018），对于观测值大

多数为零的因变量，如果相应变量服从“零
值堆积与正值连续分布共存”的混合分布，

Tobit模型或者Truncation模型能提供相对

无偏的统计估计。因此在表6中，我们采用

Tobit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基准回归方程①。

结果显示，在行业内平均实施的产业政策

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低息政策和

企业的研发支出都显著正相关并在1%到

5%显著。另外，向行业竞争激烈的产业倾

斜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财政补贴和低息政策

对“专精特新”企业研发投入的推动力特别

显著。在正文外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将

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数量作为研发产出的衡

量重新估计表6，得出和表6类似的结果。

为进一步巩固本文的结论，我们检验主要结论在不同的子样本是否同样适用。首先潜在威

胁是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作用，是由“专精特新”企业集中的几个省份驱动的，即我们

发现的产业政策和“专精特新”企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非由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差异造成，

而是由于“专精特新”企业集中的省份和相对不集中省份之间的系统性区别造成，例如“专精特

新”企业集中的省份往往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试验田，因此观测到的正向结果有潜在的

选择偏误风险（Wang和Yang ，2021）。我们首先删除了样本中“专精特新”企业最集中的三个省

份：上海、山东和浙江，并在处理后的子样本重新估计基准回归方程，结果在表7列（1）—
（2）中报告。结果显示，移除企业数量权重大的省份并没有影响回归估计结果；另一个顾虑是本

文结论由少数几个省份实施平均分配的产业政策或者向竞争激烈的行业精准投放产业政策而

驱动的，因此该结论无法扩展至其他省份。为消除此顾虑，我们在表7列（3）—（4）中估计删除了

产业政策实施最为平均前五省份②的子样本（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在表7列（5）—
（6）中估计删除了产业最倾向于竞争激励行业的前五省份（上海、内蒙古、湖南、浙江、贵州）。

表 6    产业政策和研发投入

R&D/Sales
（1） （2） （3） （4）

PDsubsidy 0.012*** 0.004***

（5.89） （4.14）
PTsubsidy 0.010*** 0.004***

（2.61） （3.03）
PDtax −0.001 −0.008***

（−0.32） （−3.24）
PTtax −0.009*** −0.007***

（−3.21） （−5.93）
PDinterest 0.002 0.001

（0.65） （0.57）
PTinterest 0.018*** 0.005***

（5.43） （3.26）
PTtariff 0.046*** 0.046*** 0.044*** 0.019***

（12.88） （13.87） （13.64） （12.75）
N 10 423 12 064 11 930 10 376

Pseudo R2 −0.454 −0.445 −0.455 −0.023
Log Likelihood2 387.695 2 644.028 2 601.461 2.3e+04
　　注：***、**和*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
平，括号内数值为t值。标准误做了Robust处理。

①我们也采用Truncation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和Tobit模型在回归系数和显著性上相似程度很高。
②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低息贷款三个指标的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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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和全样本相比，回归系数及其显著程度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表 7    子样本稳健性检验

TFP_OLSFE TFP_OP TFP_OLSFE TFP_OP TFP_OLSFE TFP_OP
Remove_weights Remove_dispersion Remove_target
（1） （2） （3） （4） （5） （6）

PDsubsidy 0.047*** 0.047*** 0.031* 0.039** 0.035** 0.041**

（2.74） （2.90） （1.70） （2.19） （2.01） （2.36）
PDtax 0.123*** 0.138*** 0.056 0.072 0.108** 0.121**

（2.93） （3.13） （1.27） （1.50） （2.38） （2.54）
PDinterest 0.044* 0.057** 0.047* 0.072** 0.047* 0.069**

（1.68） （2.18） （1.83） （2.56） （1.78） （2.42）
PTsubsidy 0.033 0.033 0.062** 0.062** 0.055** 0.056**

（1.33） （1.43） （2.33） （2.38） （2.20） （2.33）
PTtax 0.038** 0.035* 0.003 −0.001 0.008 0.002

（2.17） （1.97） （0.15） （−0.05） （0.43） （0.09）
PTinterest −0.008 −0.001 0.009 0.020 0.016 0.026

（−0.34） （−0.06） （0.36） （0.78） （0.78） （1.16）
PTtariff −0.070* −0.039 −0.006 0.009 −0.091** −0.065*

（−1.89） （−1.00） （−0.11） （0.17） （−2.45） （−1.75）
N 9 300 9 300 9 997 9 997 11 921 11 921

R-squared 0.350 0.316 0.279 0.245 0.278 0.247
　　注：***、**和*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t值。标准误做了Robust处理。
 
 

七、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精特新”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以公平竞争政策为基础的产业政策，例如在竞

争更激烈的行业中实施的产业政策或者在某一行业内更公平地实施产业政策，能够提高“专精

特新”企业的生产效率。从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出发，财政补贴、税收机制、信贷支持和关税政策

对“专精特新”企业生产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总体来说，基于竞争的产业政策在促进

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发展上的效果显著，并且在地方政府和市场关系良好、法治环境较好以及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省份，该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再者，基于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同

样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最后，稳健性检验支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和发展有效性的研究，拓展了针对中

小型高科技企业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在设计产业政策时需

要结合“专精特新”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状况。其次，相关产业政策在实施中需要结合不同类型

“专精特新”企业的特点。最后，作为产业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法制建设

水平也会直接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对现有产业政策实施和后续相关研究有如下启示。

（1）地方政府在无法掌握本地产业链全貌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补链强链”时，需谨慎实施以

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下，政府应扬弃传统的挑选输

家赢家的产业政策，做好产业链的发展规划和梳理，积极推进以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的产业政

策，让市场机制在资源调配中起主导作用，为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创造协调、协同、协作的成长

环境。

（2）产业政策实施中“雨露均沾”和“精确滴灌”需要相互结合。在兼顾公平竞争的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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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以产业政策精准扶持创新效率更高的企业。政府应界定好产业链、供应链上各种类型企

业，尤其是大中型国企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间的角色、功能和任务，发挥其互补作用。本文

的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产业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发明专利比其他专利的促进效果

更加显著，但受限于文章的研究对象为“专精特新”企业，本研究的结论能否扩展至其他类型的

企业有待学者的后续研究。例如，可以通过对比，研究大型国有企业是否更适合需要长期积累

的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否更合适承担颠覆式创新

（radical innovation）。
（3）政府要继续加大金融、财税方面改革，妥善解决“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以

来，中小企业的无论在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股权融资都面临严重的“金融歧视”。各地政府

可以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同时提高金融部门对特殊技术和专用设

备的识别能力，助力解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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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RDI” Enterprises

Cao Mengyi1,  Xia Qi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ottingham University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4, China）

Summar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such as fiscal subsidies,
tax preferences, credit support, and tariffs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of “SRDI” (specialized-
refinement-differential-innovation)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ial policies based on market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RDI” enterprises.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an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paper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SRDI” enterprises, and has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First,
given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governments should
abando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that involve picking winners and losers. Instead, they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streamlining industrial chains, actively promoting industry polic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allowing market  mechanism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Second,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combine “fairness to all” with “precise
support”. While maintaining fairness in competition, targeted support should be provided to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innovation efficiency. Governments should define the roles, functions, and tasks of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on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especially the rol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SRDI” enterprises, and leverage their complementary roles. Third,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intensify  reforms in  finance  and taxation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faced by “SRDI” enterprises. For a long ti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encounter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in banking financing and equity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s can design different financi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financial sector’s ability to identify special technologies and
special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reby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financing bottlenecks of “SRDI”
enterprises.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ies; “SRDI”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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